決定性的會戰－薩爾滸之役／張如倫
一、明萬曆46（1618）年，後金軍欲計誘明軍至遼東與之決戰，乃侵襲撫順、清河等地，朝廷震驚，神宗被激怒，遂決定殲滅建州滿夷；因而於次年3月，在撫順以東的薩爾滸附近地區，爆發了一次明金兩朝決定性的會戰。

二、明軍判以包圍殲滅後金軍之目的，區分四路分進合擊，直取興京；努爾哈赤之戰略指導判斷有二：一是任爾幾路來，我只一路去；二是拒止清河方面（南路）、先打擊撫順方面（西路）之敵。

三、結果明軍戰敗，其主因有三：灱先戰而後求勝；牞無外線作戰之條件而行外線作戰；犴掌控戰局之手段不當。

四、「師出有名」之作用有三：一是對內，爭取民心；二是對外，博取同情；三是對敵，製造挑戰藉口。因此，師出有名不能只是華而不實的宣傳口號，必須具備先聲奪人的實質效用。

五、「正」是常道，是不變的原則；「奇」是權變，是因時、因地、因人、因事而制宜的手段。「正」與「奇」是相生互變的，因為奇變正、正變奇，使人捉摸不定，無從窺知，所以孫子說：「故善出奇者，無窮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河。」

六、後金以八旗之兵，將明軍徹底擊潰，建立了一次以小搏大、以寡擊眾的典範。從薩爾滸會戰的史實中，我們體認到若能令民與上同意、將能而君不御、以智取謀伐，戰勝才能水到渠成。

前        言

明萬曆47（1619）年3月初，大明王朝舉兵討伐後金，在遼寧撫順以東的薩爾滸附近地區，爆發了在遼東地區數次大規模的決戰，也是在我國近代史上具決定性的會戰。所謂的「決定性」，是依據《西方世界軍事史》的作者，英國戰史學家富勒少將（J.F.C.Fuller）之定義：是指某次會戰結果對於某次戰爭成敗具有決定作用而定 哻，蓋薩爾滸之役不僅決定了明、清兩朝國運已大易其勢。另就我國戰爭史而言，薩爾滸之役其重要程度實已有超乎戰爭本身勝負之評價。因此役無論就用兵之目的、方式、態勢，或戰略、戰術的作為，均是一個典範。不僅可為《孫子兵法》譜出若干註解，更可作為修學野略者之輔助教材。本篇旨在以薩爾滸會戰之戰前情勢分析、作戰經過概要，藉評述與啟示來探討若干用兵之思想與作為，俾供學習之參考。

戰前情勢及戰略態勢分析（如附圖一）

一、戰前一般形勢

灱後金

明萬曆11（1583）年開始，愛新覺羅．努爾哈赤（1559～1629，清朝建立後追謚為「清太祖」）以興京（安東新賓）為基地，連年征戰，至萬曆16（1588）年，除北方之葉赫部外，已完成女真各部族之統一 哷。萬曆36（1608）年，努爾哈赤企圖征服葉赫，但明廷決定派兵保護葉赫，一方面在遼陽、開原等地屯駐重兵，另方面以火砲援助葉赫，並增築邊城（遼北四平）；當時女真軍約5萬餘人，西受明軍之壓迫，北受葉赫之敵視，南受朝鮮之威脅，努爾哈赤可能曾考慮如攻取葉赫或朝鮮，則明軍必乘虛直搗其基地，使其不保，若能消除明遼東（遼河以東）方面之壓迫，則葉赫、朝鮮均將俯首聽命，因此棄葉赫而策劃略誘明軍至秦屬與之作戰。

萬曆44（1616）年1月，努爾哈赤似為彰顯其與明廷為敵之決心，即大汗位於興京，建元「天命」，國號「後金」。萬曆46年春以「七大恨」哸祭告天地，並以此為名出師，4月夷平撫順、7月圍攻清河，皆大獲全勝，明軍雖增援，但均被殲滅。後金軍所到之處，百姓、物質悉數擄掠，城池盡毀而去，此期間明軍共約3萬人被殲，被掠奪戰馬9千匹、盔甲7千付、兵器無數。努爾哈赤之目的，就是迫明廷大舉出兵遼國，坐收以逸待勞之利 哠。

牞明

明神宗在位48年（1573～1620），中期以後因貪吸鴉片，20年不視朝政，一切奏章悉由宦官掌理，群臣文恬武嬉，奢侈無度，以致民困財竭；邊防軍務更是兵不練、餉不核，軍備廢弛，士氣低落。萬曆11年，因建州右衛 唎與明對抗，明遼東總兵（軍事指揮官，位居經略之下）李成梁與建州衛、建州左衛共同包圍右衛，左衛首領覺昌安奉命到城中勸降，卻被右衛拘留囚禁，覺昌安之子塔克世前往搶救，父子雙雙在亂軍中被明軍誤殺，塔克世之子即努爾哈赤。明廷為免事態惡化，封努爾哈赤為龍虎將軍，授予建州左衛都督，使其繼承祖父之職，但努爾哈赤可能認為祖、父之死是明之陰謀，矢志為祖、父復仇，遂勤練軍隊、統一部族並擴張版圖。至萬曆36年，明大學士葉向高認為滿人統制範圍日益擴大，已威脅到遼西，並指出「九邊空虛，惟遼左為最甚」，明廷未予重視；萬曆37年12月，朝鮮常為女真所侵掠，向明廷呈報之外，並且明確指出女真將攻取遼西，勢在必發，明廷始終無動於衷。

直至撫順、清河遭受侵襲，覆軍殞將之後，方才使明廷震驚，神宗大怒，乃於萬曆46（1618）年10月授權兵部推薦總兵，迅赴遼東經略（直隸中央之方面總指揮）軍務，務期殲滅建州滿夷；一方面下詔各有關部門，限日議定徵兵籌餉事宜，以全力支援出征準備，另方面遣使馳赴朝鮮、葉赫，令其等即速整備軍馬，協力出征。

二、作戰指導

灱後金

努爾哈赤已瞭解明遼東軍戰備廢弛，糧餉不給，士氣低落，故敢於挑戰犯邊 唃。然與明廷對抗，自是彼眾而我寡，故在戰略上必須保存實力，誘敵進入其所經營地域後，陷敵於不利態勢或暴露其弱點，再以積極之行動擊滅犯敵。故其戰略思想應屬「不勞己，不頓兵，智巧謀略為貴」、「自居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，斯善之善者也」等。待明軍行將大舉入侵，且得知區分四路人馬直趨興京時，遂召集群臣商議，其戰略指導有二：一、任爾幾路來，我只一路去；二、拒止清河方面（南路）、先打擊撫順方面（西路）之敵 唋，並策定以下部署：

茍積極偵察明軍行動，以求得正確情報。

咷派勞役1萬5千人赴界凡山築城，另派4百騎至蘇子河與渾河合流處掩護。

咮派5百騎守董鄂（安東桓仁），對寬甸方面行搜索、警戒。

哖盡徵各地兵源，集結於興京，待命向北、西、南三方面機動。

咶各城之老弱婦孺負責各城之守禦。

牞明

明兵部原期徵集兵員20萬，以壓倒性攻勢平定後金，但實際僅徵得8萬餘人，加上朝鮮、葉赫兩部之援軍，共計約10萬餘人 圁。明軍遼東統帥楊鎬雖多方爭取兵員及作戰準備之時間，但廷臣以「大軍雲集，師久糧匱，必須不待其動而先發制之」催促進軍，楊鎬被迫無奈，不待集中完畢，即驅軍前進。其戰略指導判係以包圍殲滅後金軍之目的，於萬曆47（1619）年2月中旬誓師征遼，大軍分區集中，再以集中之軍隊區分四路，以分進合擊之勢，直取興京。根據上述戰略指導，策定之作戰部署及兵力運用（如附圖二）。

茍南路軍：以遼陽總兵劉綎為指揮官，兵力1萬餘人，並節制朝鮮軍1萬3千人，先期於寬甸附近集結，由董鄂沿渾江（鴨綠江之支流）向興京東南進擊。

咷中路右翼軍：以遼東總兵李如柏為指揮官，兵力2萬5千人，集結於遼陽附近，由清河出鴉鶻關，與中路左翼軍協力向興京進擊。

咮中路左翼軍：山海關總兵杜松為指揮官，兵力3萬人，集結於瀋陽附近，沿渾河谷出撫順關，溯渾河左岸入蘇子河河谷，會同中路右翼軍，向興京進擊。

哖北路軍：以開原總兵馬林為指揮官，節制葉赫軍2千人，共約2萬人，在開原、鐵嶺附近集結，出哨坎門由北側向興京進擊。

咶各路軍於2月21日分別由各集結地同時前進，3月1日各路軍到達撫順關 ──   太平哨之線，3月2日中路兩翼軍會師於二道關 ──   小那霸後，再取攻勢。

哅各路軍依既定之聲、視號連絡，並定時派員連絡保持聯繫，務期分進合擊，直搗興京，一舉殲滅後金軍。

哆各以一部兵力鎮守遼陽、瀋陽，總指揮坐鎮於瀋陽。

三、戰場地理形勢分析

作戰地區位於遼寧、安東，該地區東為長白丘陵、西接熱河高原、北連松遼平原、南為遼東半島，其間有遼河、渾河、太子河、蘇子河（渾河上游）等河流交錯，河流短促水勢湍急；交通雖非十分險阻，但道路曲折狹窄，若攜重裝備運動其間，則較為困難，主要之交通路線均沿河谷而行。當時之遼東尚留滯於射獵游牧生活，人口稀少，農業不發達。後金居地大都位於長白丘陵，在此域內地勢向西降級而下，故遼瀋一帶受其瞰制，若由西向東取攻勢，則須仰攻。

由寬甸至興京約220公里，路程雖較遠，但地形開闊，便於大軍進出。由遼陽、瀋陽至興京均約200公里，溯河谷而行，由於山谷崎嶇，隘口多，易為敵阻，且戰地幅員不足，大軍展開不易；由開原、鐵嶺向東南進擊興京，路程雖較近，但須翻越山嶺才能進入蘇子河河谷，實則曠日費時。渾河與蘇子河交流處之界凡山，乃明與後金之界山，為後金軍所控領，界凡山之西，由北向南有雞冠山、營盤山、薩爾滸山等山地，為界凡山之屏障，此地區為北、中左二路軍進入後金地域必經之地，亦為後金必須扼守之門戶 圂。

明軍總指揮楊鎬年近七旬，長期駐守遼東，曾任遼東巡撫（位居經略下之省級地方官員，總攬軍事、吏治、刑獄等權責，又稱「撫臺」或「撫院」），與蒙古、朝鮮及後金均有作戰經驗。努爾哈赤自幼在撫順經商，自25歲開始為報祖、父之仇及統一女真大業，40餘年來皆轉戰於本地區，對本地區之遠近、廣狹、死生更瞭若指掌，故在戰前先行蕩平撫順、清河等地，迫使明軍不得不在遠地集中，以爭取後金軍較大之作戰縱深。

四、戰略態勢分析

灱就兵、戰力言

後金軍自稱「八旗軍」埌，每旗7千5百人，共6萬餘人。女真民族自幼善於騎射，入八旗須再施以兩年之嚴格訓練，故後金軍均為訓練精良之精銳騎兵，使用之兵器為輕便之刀、弓等，故其機動力極強。明廷為征討後金，徵調江浙、四川、陝甘等地兵士到遼東集中，加上朝鮮、葉赫共由十二方面之軍隊編成，雖僅10萬餘人，卻號稱47萬大軍。各地徵調之兵員，非僅素質低落、缺乏訓練，且因長途跋涉、食宿無常、待遇極壞，故戰鬥力弱。但明軍之武器有大砲、鳥鎗等火器，砲重約200斤，砲彈可射至10餘里遠，鳥鎗可射彈百餘步，火力顯較後金軍為強大。

牞就兵力位置言

明軍以四路兵馬由北、西、南三面對興京行向心攻擊，顯然明軍居外線，四路大軍部署在約2百公里的正面上，若無法發揮機動效能迅速的分合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就是自陷兵力於分離，有予敵各個擊破的機會。依據戰場地理形勢來看，本作戰地區丘陵起伏、地勢高亢，大軍進出多沿河谷，明軍以步兵為主，且攜帶重砲，運動自然緩慢，轉用不便，遠不若後金軍之輕裝騎兵靈活，故主客觀因素均不利於明軍之合擊作為。後金軍雖居內線，因具有優越之機動力，反而可以掌握主動，形成局部優勢，有利於各個擊滅之遂行。

犴就補給線言

後金因居住地在長白丘陵，長久以來生活以射獵、放牧為主，可以說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合為一體，國家無養兵之費，故國用無不給之時。反觀明軍率10萬餘之眾遠出征討，後勤補給自然是重大問題。明軍之補給路線一經山海關 ──   錦州至遼瀋；一經喜峰口 ──   左屯衛（熱河朝陽）至遼瀋。兩條補給線均長達6、7百公里，單程非半月不能達，經喜峰口之補給線雖較山海關之補給線短兩日路程，但易受北方蒙古人擾害；而經山海關之補給線，出關後易受後金之威脅，故運用此兩條路線不僅曠日費時，且翼側均受威脅。不過當時後金最擔心的是明軍沿水路進軍，因為明之造船技術相當發達 堲，可自沿海出發，直趨鴨綠江、渾江、太子河等各流域，此條補給路線，不僅便利、快捷，且運輸量極大，但明軍卻未予考量運用。

犵就爾後發展言

明軍挾兵力、火力之優勢，以分進之勢合擊後金，後金軍如果據城防守或分路迎戰，都容易陷於被動，而喪失行動自由，必將處於備多力分劣勢作戰之困境。若能保持敵軍之分離，集中兵力，造成局部優勢，迅速擊破分進中之一路敵軍，然後以優於敵之機動力，轉用兵力逐次擊滅其他各路敵軍，才有可勝之機。明軍居外線，對敵採取求心攻勢之過程中，若能在統一的指揮下，使分進各路軍隊能夠隨著戰況變化密切協同、相互配合、形成統合戰力去打擊敵人，若其中某一路遭敵主力攻擊，則其他各路須迅向此地機動，加入作戰，不予敵有各個擊破之機會，方能勝券在握。

作戰經過概要

萬曆47（1619）年2月中旬，明軍已在寬甸、遼陽、瀋陽、鐵嶺與開原間四地集中兵力，由於明廷一再催促，總指揮楊鎬不待集中完畢，指令各軍於2月29日晨發兵，3月2日前進至距興京約70公里哨坎門 ──   二道關 ──   小那霸 ──   董鄂之線後，各軍齊頭向興京開拔前進。

中路左翼軍總兵杜松貪功，於2月29日夜逕自出撫順關，3月1日渡渾河，因河水急湍，且多冰塊，砲車、輜重無法涉水，致前後分離。渡過河的萬餘人在杜松之指揮下，企圖攻占界凡山以控制戰場，但界凡山有後金築城之勞役守衛，且地勢險峻，易守難攻，未能得手；未過河之1萬餘人，在監軍（監察軍務之職，位居總兵、副總兵之下）張銓之指揮下占領薩爾滸山實施防禦。努爾哈赤知界凡山有戰事，急速率軍至薩爾滸山東側，見杜松兵力分離、左右不能相救，立即令兩旗增援界凡山之守禦，集中六旗兵力先攻擊薩爾滸山之張銓軍，戰鬥由中午至昏終，奪取薩爾滸山，明軍四散，大都被殲；是夜，後金轉用兵力至界凡山，以八旗兵力合擊，杜松軍全軍覆沒。

3月1日北路軍進抵雞冠山，得知杜松軍與後金軍發生戰鬥，指揮官馬林令軍隊展開，經勘察地形後，將所屬區分三部，編成三角形陣地遂行防禦，不理當日杜松軍與後金軍苦戰，因彼此不相聯繫，故各自為戰。1日夜，後金軍偵知馬林軍在尚間崖構築防禦工事，2日晨再前往察看，發現明軍分別在尚間崖、芬斐山及雞冠山據守，努爾哈赤指示先攻雞冠山，再取尚間崖，最後奪芬斐山。即命皇太極（1592～1643努爾哈赤之第八子，後金之四貝勒，建立清朝之首位皇帝 ──   清太宗）率約6千騎攻入雞冠山，明軍遭襲後，大部被殲；同時，努爾哈赤親率兩旗攻入尚間崖，馬林軍防線被騎兵縱馳衝破，馬林率數騎逃走，其餘被殲。在芬斐山指揮之監軍潘宗顏親見後金軍攻雞冠山、尚間崖，未施援手，不久後金自四面仰攻上山，萬餘人亦全部覆沒於芬斐山。此時葉赫軍方才到達開原、鐵嶺之間地區，得知北路軍被殲，而中路左翼軍也戰敗，急率其部逃去（如附圖三）。

南路軍路途較遠，故於2月21日提前從寬甸出發，途遇大雪，又有後金軍設置之哨戒、障礙，加上軍糧短缺，故行動遲緩，3月2日方才前進至董鄂城（安東桓仁），對中路左翼軍、北路軍被殲事完全不知。3日，中路右翼軍亦將進入虎欄，由於自董鄂至興京之距離較虎欄至興京為近，且路較寬廣，因而努爾哈赤決定以4千騎拒止虎欄方面，主力先殲滅董鄂之敵後再轉用兵力，並使明軍降卒，假持杜松軍令，令劉綎軍火速前進。4日，後金以千餘騎至阿布達里岡（距興京約6公里）誘敵，主力設伏於周邊，南路軍沿渾江河谷前進至阿布達里岡附近，後金騎兵突然發起攻擊，縱隊被分割為數段，激戰至5日晨，南路軍全軍覆沒，總兵劉綎亦陣亡。此際朝鮮軍前進至富察（距興京約10公里），知明軍大敗，遂投降後金。

明軍統帥楊鎬得知三路大軍均已被殲，急令中路右翼軍撤退，該路部隊毫無戰志，3日進入虎欄（較計畫晚兩日）後就不再前進，指揮官李如柏接到楊鎬撤退命令，馬上奪路而返，撤退途中遭20騎後金哨兵追擊，全軍張惶無措，竟為奔逃自相踐踏死千餘人。明軍以10萬餘之眾兵分四路，不到5天的時間，三路被全殲，一路狼狽逃回，戰敗之徹底，無以復加。本次作戰戰殞之將領，有總兵杜松、劉綎等以下310餘人，戰死之士卒達45,870餘人，喪失之馬、騾、駝等共28,600餘匹，大小鎗砲2萬餘件，損失之兵器、裝備、軍需無數，然而後金軍僅損失2千數百人，雙方戰損之懸殊，為戰史所罕見 埕。

評        述

一、後金戰勝之主因

得知明軍47萬將大舉入侵，後金軍民莫不驚慌失措，惟努爾哈赤曰：「明軍雖聲勢似重，實則甚輕，不足畏也。」又曰：「勝敗之機，即在於我能否在此四方之敵集聚之前，而能擊破明軍主力一事也。」由於努爾哈赤已窺破戰機，故其「任爾幾路來，我只一路去」及「先撫順、後清河」之戰略指導卓越，實乃薩爾滸會戰後金戰勝主因之一。

此戰役無論兵力、火力，明軍顯較後金為優，而明軍以四路分進合擊之態勢對興京行向心攻擊，後金求勝之道，只有趁明軍分進而不能協力之際，集中兵力形成局部優勢，迅速擊破分進中的一路，然後轉用兵力各個擊破其他各路。作戰全程為達在空間、時間上要集中兵力，故必須保持高度的機動力，方能在戰術上以眾擊寡。事實上，後金在與明中路軍於薩爾滸山、界凡山，或與北路軍在雞冠山、尚間崖、芬斐山，抑或與南路軍在阿布達里岡等地的作戰，均秉持「我只一路去」之指導，故能各個擊滅敵軍。努爾哈赤認為：一、清河方面之敵，因距離遠、且道路崎嶇，性屬誘兵；二、明軍千里饋糧、且師不宿飽，故主力不會捨近而求遠；三、明軍中僅薊（河北）軍較有戰力，由河北至遼東，必由遼、瀋而來，且為主力方面。基此，於2月29日夜當眾宣布：「集中全力向撫順關方面，破得敵主力，則其他路兵不足為患矣！」此一迅速且正確的指導，不僅顯示對地形之了然，且對敵情之掌控也非常深入。所謂「料敵制勝，計險阨遠近，上將之道也。」若就此戰役言，努爾哈赤稱之為「上將」，實當之無愧。

二、明軍戰敗之主因

灱先戰而後求勝

神宗因後金侵襲撫順、清河，致覆軍殞將而大怒，故急欲伐之以為報復，基本上已步入後金陷阱之中而不自覺。蓋後金自知與明廷對抗，彼大我小、敵眾我寡，故必須邀敵來攻，方能「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」、「先為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」，故有襲撫順、清河之舉。再者，明軍多徵自江浙、四川及陝甘等地，長途跋涉、食宿無常，不僅素質低落，且訓練不足，戰鬥力之低落可想而知。即便如此，仍然未待兵力集中完畢，就急於發動攻勢，不但未能考量士卒能否適應遼東嚴寒氣候，也未思慮戰場地理的特性，尤其對敵軍兵力集中、機動性強、地形熟悉、以逸待勞等之有利條件，更未予研擬計算剋制之道，根本不知「勝兵先勝，而後求戰」道理，既不知彼己，亦不知天地，僅以「師久糧匱」之著眼，就急欲求戰，完全是「敗兵先戰，而後求勝」，焉有不敗之理？

牞無外線作戰條件而行外線作戰

以野戰戰略觀點檢討，外線作戰成功主要條件有四：一、兵力優勢；二、各兵團行動能密切配合，發揮統合戰力；三、各兵團間有良好交通線，便於兵力機動與轉用；四、迫使居內線之敵軍，缺乏迴旋空間 埒。明軍因兵力數量上之優勢，故而採行外線作戰，期能掌握主動、保持行動自由；明軍統帥楊鎬也瞭解外線作戰指揮掌握與協調聯繫較難，兵力易陷分離，所以管制了進攻出發的時間、地點，律定了連絡的聲、視號，並派遣連絡員等措施，以保持相互之聯繫，期能發揮統合戰力。這些都是外線作戰重要且正確的作為，若能落實，即可對敵形成合擊而予以包圍殲滅。

明軍之兵員在數量上雖居優勢，實乃徵調自各地，濫竽充數又未經訓練，可以說是一盤散沙；負責指揮的總兵、監軍或各不相睦，或恃勇無謀、冒進貪功，或膽小怯弱、毫無戰志；將士素質低劣、意志渙散，卻要求齊心戮力、密切配合，無異緣木求魚。再者，明軍兵分四路散布在2百公里以上之正面，該地區不僅巒峰疊起，且地處偏僻、森林茂密，道路大都沿河谷之流向，戰前未予經營，各路之間何以會有橫向的交通線、連絡線？縱然有山間小徑，亦因倉促赴戰，無充分時間予以勘察，遇有敵來襲，除了各自為戰、獨斷專行，如何轉用兵力？又如何發揮統合戰力？更遑論敵軍之能力與對地理形勢之深刻認識。因此，無論主客觀因素，明軍均無遂行外線作戰之條件，無成功條件而行之，失敗則是必然。

犴掌控戰局之手段不當

指揮官掌控戰局之手段，不外戰力之分配、預備隊之運用及親臨前線 垺。作戰無論攻、守均有主助之分，因此就有了戰力分配的問題，也就是集中與節約的問題。主支作戰之決定，基於作戰目的、地理形勢、敵可能行動等因素而定，但主作戰方面負責主要任務之遂行，故應賦予優勢之戰力，而支作戰方面則以有利於主作戰方面任務之達成為前提。故此一方面之節約，為形成另一方面集中之唯一條件，二者相輔相成。

明軍征伐後金區分四路進擊，由北至南兵力分配為：2萬2千、3萬、2萬5千、2萬2千，何者為主作戰方面 埆？若依楊鎬之兵力運用，中路左、右兩翼軍會同後協力指向興京，則中路軍是可以形成主作戰方面之態勢，但誰是主作戰方面的指揮官？有無統一指揮兩路之機制？顯然明軍未能編組一支主力部隊。另一項顯示主作戰方面的指標，即預備隊，預備隊通常用以擴張戰果、增援或接替主力作戰，以保持攻擊衝力與持續力，或應付不意之狀況，通常位於主作戰後方。愈是在敵情不明或戰況不易掌握的地區作戰，愈是要保持較大之預備隊；一旦投入，將形成決定性之戰果，也是指揮官左右戰局之法寶。楊鎬統帥10萬餘大軍，並且指揮負有決戰性質之會戰，卻自始至終未編組或控有預備隊。更有甚者，楊鎬本人坐鎮在第一線後方約2百公里遠的瀋陽，並以一部兵力固守遼陽，以掩護瀋陽的側背 垽。指揮官為了自身安全坐鎮後方，不親臨前線，如何掌握戰況？不瞭解戰況，如何發揮主動？如何督戰？統帥貪生又如何激勵將士不懼死？惟統帥者，戰力分配不當在先，未掌控預備隊在後，又始終未親臨前線，左右戰局之手段全無，焉能不敗。

啟        示

一、「糜軍」與「亂軍引勝」

孫子曰：「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進，而謂之進；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退，而謂之退，是謂糜軍。」又曰：「不知三軍之事，而同（干涉）三軍之政，則軍士惑矣。不知三軍之權，而同三軍之任，則軍士疑矣。三軍既惑且疑，則諸候之難至矣，是謂亂軍引勝。」「糜軍」就是政令不一、指揮錯亂致軍隊進退失據，因為軍隊錯亂失據了，自然導致敵人的勝利，就是「亂軍引勝」。孫子此段話的用意，明確指出統帥權的獨立性與完整性是神聖不可侵犯。昔日燕伐齊，樂毅奪下齊國七十餘城，只有即墨和莒兩城死守不降，燕王認為樂毅久攻不下，便以騎劫取代，結果田單反攻，敗燕復齊。又如趙與秦國戰於長平，廉頗堅守，趙王不耐，以趙括取代，遂輕敵出戰，一夜遭秦軍坑殺40萬。戰史殷鑑，不可不慎。

明神宗在位之後20年不視朝政，高臥深宮之中，終日與婦女、太監為伍，內政不修、財政窮窘。軍中平時以少報多，利於吃空缺，遇有戰事，則以多報少，免負任務；朝廷發下之餉銀，多半或黑如漆、或脆如土 垼，軍隊何來戰力？突然間，因後金侵襲撫順、清河而大怒，立即調兵遣將，亟欲殲滅之而後快。兵力尚未徵集完畢、士卒體力尚未恢復、部隊尚未實施訓練，朝廷卻限期出征，楊鎬上疏奏曰：「奴酋（指努爾哈赤）之兵，據陣上共見，約有10萬，宜以12、13萬方可當之。而昨之主客出口者，僅7萬有餘，豈能相敵垸？」兵眾多跪地哀號不願出關。楊鎬之奏已是敵報多、己報少，但朝廷卻認為，明軍最少有20餘萬，是楊鎬以多報少，故不予理會；且為虛張聲勢，再以20餘萬之倍數，號稱47萬大軍以增聲勢，並令楊鎬即時出征。

當明廷決定征剿後金後，就授權兵部推薦指揮官，既是授權，就不該干涉，然而神宗想到李成梁鎮守遼東二十餘年，與滿族、朝鮮作戰十數次，每戰皆捷，因而想到其子李如柏，故任命李如柏為遼東作戰之指揮官。李如柏只因為李成梁之後，故能在寧夏指揮部擔任督察之閒差，其人膽小怯弱，終日縱情酒色，實無能力擔此重任，但又不能要皇帝收回成命，所以兵部才推薦熟諳遼事且曾任遼東巡撫的老將楊鎬（李如柏之兄李如梅曾任楊鎬副將）為遼東經略，如此方能節制李如柏。李如柏乃皇帝欽點之遼東總兵，楊鎬明知其不堪重任，也不能不用，故而任命為中路右翼軍總指揮。此二者，前者為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進，而謂之進；後者為不知三軍之權，而同三軍之任，皆因明廷昏庸濫權，致使糜軍而亂軍引勝，為《孫子兵法》〈謀攻篇〉作了最好的註解。

二、師出有名

「師出有名」是出自易經師卦的「師出以律」而來，其作用有三：一是對內，爭取民心；二是對外，博取同情；三是對敵，製造挑戰藉口 垶。因為要出兵攻打他國，所以要有一個理由，這個理由不能只是華而不實的宣傳口號，必須具有先聲奪人的實質效用。故在作法上首先要證實敵方是如何的喪心病狂、罪大惡極，為了不再姑息養奸、坐視不顧，所以才發動「義戰」，目的是戡亂剿匪、拯民水火。商湯之除夏桀、周武王之滅商紂，都是以「弔民伐罪」為出師之名，故能以小搏大、以寡擊眾。

努爾哈赤無論是統一女真、獨立建國、或挑戰明廷，均以「七大恨」為出師之「名」。事實上七大恨中除努爾哈赤之祖、父遭殺害外，其餘都是些微不足道的雞毛蒜皮小事 垿，即便是努爾哈赤之祖、父被害事件，也是缺乏證據的謀殺疑案 埇，但被努爾哈赤擴大宣傳成為明與右衛之陰謀，企圖剷除努爾哈赤一族，而以此為政治號召，導使舉族上下均認為是奇恥大辱，誓必報仇雪恨；尤其是戰前八旗必先祭祀，更以七大恨為激勵戰志之手段，充分發揮了思想戰、心理戰之功效。所以要師出有名，其目的在「得民心」，孫子曰：「兵者，國之大事。」「故經之以五事，校之以計，而索其情。」五事乃道、天、地、將、法，孫子將「道」列為五事之首，足證作戰之首要，就是要上下同心、齊一戰志，如此方能與之生死而不畏危也，努爾哈赤以「七大恨」為名出師，顯見及此。

反觀明廷經後金激怒，立即出兵征戰，犯了「怒而興師，慍而致戰」之大忌，完全是神宗一己之好惡喜怒而戰，自然是未經之以五事，五事之無算，師出無名，作戰焉能不敗？

三、為將在謀不在勇

孫子曰：「凡戰者，以正合，以奇勝。」老子曰：「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。」從兵家的思想得知，「正」是常道，是不變的原則；「奇」是權變，是因時、因地、因人、因事而制宜的手段。「正」與「奇」是互變的，正是因為奇變正、正變奇，使人捉摸不定，無從窺知，所以孫子曰：「故善出奇者，無窮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河。」紀元前206年，劉邦決定由漢中出兵伐楚，大將韓信明修棧道而暗渡陳倉，因而襲取大散關。1940年5月，德軍遂行「曼斯坦計畫」，從色當突破馬其諾防線後北旋，僅月餘法國即投降。以上二例，都是為將帥者以謀略智取的典範。

研究努爾哈赤的戰略思想，似是主張智取謀伐，不勞兵力。其謀略表現在兩個方面，一是用間，二是奇襲。關於用間，當時之明廷御史馮嘉會記載：「我師進剿，出揭發抄，略無秘密，以致逆奴預知。不但遼左機事盡為窺瞰，而長安邸報，並用厚貲抄往，蓋奸細廣布，則傳遞何難 埐。」不僅如此，後金潛伏在朝鮮、遼瀋各地之間諜，早就將明軍各路指揮官之姓名、個性、進展程度等資料提供後金，此乃本戰役成敗關鍵 垹。所謂「奇襲」，是指在秘密企圖及行動下，出敵不意，攻敵無備，使敵手足無措，心理與物理均喪失平衡，在未採取任何有效對抗措施之前，將其徹底殲滅或俘獲 埁。本會戰中之北、中路軍均是在立足未穩之際，被後金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殲滅；南路軍被設伏，更是出其不意的被襲擊而滅。

本會戰中，明軍將領在爭功心理作祟下，企圖以泰山壓頂之勢一舉剿滅後金，故無視後金軍之智謀壯盛，不僅對八旗軍之行動一片盲然，本身亦毫無秘密可言，像未依計畫行事、夜間照明進軍等作為，就是有勇無謀。事實上，後金不是無隙可乘的，明軍誠宜充分發揮其強點來攻擊後金之弱點。譬如後金之所以派5百騎守董鄂，並且對寬甸方面行搜索、警戒，實乃因為水運為明軍之強項，船隻可溯鴨綠江、渾江而達董鄂，因此由南路進興京是後金最為擔心的所在。若明軍將領懂得以迂為直的道理，略施計謀以一部佯攻界凡山、薩爾滸山等地，牽制後金軍，主力由水運進抵董鄂，將直接威脅興京；後金軍必將全力維護興京安危，故對明軍言較易形成分進合擊之態勢；再者，由於明海運發達，徵用船隻無虞，不論兵力補充、輜重籌募、後勤支援、預備隊投入等，不僅運量大，而且較便捷，圍殲後金軍有較大之勝算。論上述，用間或奇襲都是謀伐、智取，也都是為將帥者之主要責任。所謂「運籌帷幄，決勝千里」，就是要決策者發揮動而不迷、舉而不窮的謀略，方能勝于易勝。

篇後語

薩爾滸會戰以後，明與後金在遼東的戰略主客易勢，明軍由攻勢轉守勢，後金軍則由守勢轉攻勢。本會戰之後3個月，後金軍開始逐次攻占開原、鐵嶺、瀋陽、遼陽、廣寧等地，至天啟2（1622）年1月，不及3年光景，山海關以東盡歸後金控領。天啟6（1626）年1月，後金更是喧賓奪主，開始對明發動大規模之攻勢。清高宗（1711～1799年，名弘曆，年號乾隆，清朝第六代皇帝）所作之〈薩爾滸山之戰書事〉碑文，記載：「薩爾滸一戰，使明之國勢益削，我之武烈益揚，遂乃克遼東，取瀋陽，王基開，帝業定夎。」此乃十分中肯的評論。

後金以八旗之兵，將明軍徹底擊潰，建立了一次以小搏大、以寡擊眾的典範。從薩爾滸會戰的史實中，我們體認到，若能令民與上同意、將能而君不御、以智取謀伐，戰勝自是水到渠成。《孫子兵法》〈行軍篇〉有云：「兵非貴益多，惟無武進，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。」面對我們主要的敵人 ──   共軍，表象看自然是彼大我小、彼眾我寡，但吾人若能專心修為、認清情勢，慎謀遠慮，切戒躁進；力求朝野齊心協力，國軍勤訓苦練，必能勝兵先勝，又何懼任何橫逆之到來！

收件：94年1月18日

修正：94年1月30日

接受：94年2月1日

註哻：鈕先鍾，《中國歷史中的決定性會戰》（臺北：麥田出版，2001年5月），頁12。

註哷：女真族區分三部：一為野人女真，位居黑龍江、烏蘇里江口一帶；二為海西女真，位居松花江一帶（葉赫即該族）；三為建州女真，原居圖門江一帶，15世紀初，建州女真沿圖門江向西南遷移，至現今所稱之建州 —— 赫圖阿拉城，乃安東興京附近地區。其中以建州女真最為強大，而建州女真又有若干部落，如蘇克素、覺羅等部，努爾哈赤乃覺羅部。柏楊，《中國人史綱（下冊）》（臺北：星光出版社，民國80年2月），頁817。

註哸：所謂的「七大恨」：一恨為努爾哈赤之祖、父遭明殺害；二恨為與葉赫同侍明朝，厚葉赫薄我；三恨為漢人出關挖參，悔約傷人；四恨為與葉赫同為夷狄，衛葉赫拒我；五恨為葉赫之妹原許努爾哈赤，因明朝教唆，卒改嫁蒙古；六恨為女真入侵柴河，遭明驅逐；七恨為遼陽蕭子玉出使後金，作威作福。

註哠：三軍大學編著，《中國歷代戰爭史（第15冊）》（臺北：黎明文化，民國68年9月），頁53。

註唎：明成祖永樂元（1403）年置建州衛于興京（安東新賓），永樂8（1410）年增設建州左衛，于朝鮮會寧，宣德6（1430）年與建州衛合併，興京滿人稱赫圖阿拉城。英宗時（1440年前後）又增設建州右衛，于遼寧撫順，是謂「建州三衛」。「衛」地面相當於縣，內屯以5,600～10,000屯兵，直隸中央。柏楊，前揭書，頁810。

註唃：努爾哈赤自幼喪母，不堪繼母的虐待，離家至撫順。因祖父、父親與明政府有密切關係，他有機會出入遼東總兵李成梁的私宅，故對明政府的貪污無能和軍隊紀律敗壞有深刻印象。柏楊，前揭書，頁811。

註唋：中國軍事史編寫組，《中國歷代軍事戰略（下冊）》（北京：解放軍出版社，2002年1月），頁655、656。

註圁：此一數字各版本不一，本文數字主要依據有二：一、三軍大學編著，《中國歷代戰爭史（第十五冊）》（臺北：黎明出版社，民68年9月），頁79；二、中國軍事史編寫組，《中國歷代軍事戰略（下冊）》（北京：解放軍出版社，2002年1月），頁654。

註圂：依據《中國歷代戰爭史》之記載，其中之距離均以「里」為單位，為便於閱讀，本文內容均換算為「公里」，1里為576公尺。三軍大學編著，前揭書，頁62。

註埌：萬曆29（1601）年努爾哈赤統領3萬餘人，各授以不同顏色以為識別，即紅旗、黃旗、藍旗、白旗四種色，至萬曆43（1615）年，為因應軍事上之需要，將四旗擴大編組，增編鑲紅旗、鑲黃旗、鑲藍旗、鑲白旗四旗，合稱八旗。

註堲：鄭和於1405～1433年，28年間往返南洋及非洲共七次，整個艦隊大小船隻共約2百餘艘，僅第一次出使時，載有將士卒2萬7千8百餘人。鈕先鍾，《中國戰略思想史》（臺北：黎明文化，民國81年10月），頁469、470。

註埕：唐昌晉，《清代政事軍功評述（一）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民國85年9月），頁56。

註埒：《陸軍作戰要綱》（桃園：陸軍總司令部印頒，民國88年1月），頁5-30。

註垺：《陸軍作戰要綱 —— 聯合兵種指揮釋要（上冊）》（桃園：陸軍總司令部頒行，民國80年6月），頁1-157、158。

註埆：戰力區分兵力、火力、機動力、後支力、指通力等等，本戰役中之明軍各路，除兵力外無資料記載其餘各項戰力，故僅能以兵力顯示主力之形成。

註垽：中國軍事史編寫組，前揭書，頁662。

註垼：唐昌晉，前揭書，頁95。

註垸：三軍大學編著，前揭書，頁58。

註垶：魏汝霖、劉仲平，《中國軍事思想史》（臺北：黎明文化，民國68年6月），頁467。

註垿：柏楊，前揭書，頁810。

註埇：同上註垿，頁811。

註埐：中國軍事史編寫組，前揭書，頁655。

註垹：三軍大學編著，前揭書，頁85。

註埁：《國軍軍語辭典（八十九年修訂本）》（臺北：國防部頒行，民國89年11月），頁6-31。

註夎：鈕先鍾，《中國歷史中的決定性會戰》（臺北：麥田出版，2001年5月），頁27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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